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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商业银行改茧由政府双用

函数问动态优化
基于租金偏好和效率偏好的选择

江曙霞，罗 杰
（厦门大学金融系，福建厦门361005)

摘 要：以政府垄断型供给主导的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迁过程中，当直接控制国有银

行的成本迅速上升时，政府效用函数将发生结构性优化，即从租全偏好向效率偏好转移。

文章通过对国有银行改革的政府效用函数阶段性特征的分析，试图建立一个
“

二元结构两

阶段
＂

的政府效用函数模型，从而剖析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制度逻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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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推进国有银行改革的过程之中，均以其包含多元化目标的政府效
用函数最大化为基本准则，在“ 成本 — 收益”的分析框架内，通过比较国有银行
改革的预期成本（特别是政治成本）与预期收益，只有当改革的净收益为正时，
政府才会实施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创新。 由于制度环境的变迁，政府效用函

数在租金偏好（或稳定偏好）和效率偏好之间动态调整，从而推动国有商业银
行改革向前发展。

一、“国家悖论” 与扩展的政府效用函数约束模型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模型与“国家悖论”

关于国家的存在有两种解释：契约理论与掠夺（剥削）理论。 契约理论认
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由国家来实施、组织各种契约可产生规模效

应。 掠夺论认为国家是某一集团或阶级的代理者，它的作用是代表该集团或
阶级的利益，向其他集团或阶级的成员椋取收入。 掠夺性的国家将界定一套
差别性产权，使权力集团的收益最大化，而无视它对整个社会福利的影响。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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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派在基本承认国家契约论和国家掠夺论的同时，认为契约论和掠
夺论具有片面性。 因此，诺斯认为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
织，如果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型国家；如果暴力潜能在

公民之间不平等分配，便产生掠夺性国家或剥削性的国家。 同时新制度经济

学进一步认为，国家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
“

经济人气具有福利最大化或效用最

大化倾向，其国家模型具有三个基本特征（诺斯，1994)：第一，国家为获取收
入，以一组 我们称之为保护一与公正作交换，提供这些服务存在规模经
济。 第二，国家象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垄断者那样活动，为使国家收入最大化，
它将选民分为各个集团，并为每一个集团设计产权。 第三，由于总是存在能提
供同样服务的潜在竞争对手，国家受制于其选民的机会成本，因而统治者垄断

权力的程度是各个不同选民集团替代度的函数。

因此，国家目标可分为两个：一是界定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
则，这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 二是在第一个目的标的框架下降低交易费用
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的税收最大化。 从本质上讲，国家上述两个

目标是冲突的，第二个目标包含一套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而完全有效率的产权，
而第一个目标是企图确立一套歧视性的规则以保证统治者收入最大化。 从历
史上看，在使统治者（及其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
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 如果制度变迁会降
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将仍然会维持某种
无效率的不均衡。 新制度学派基千上述对国家的本质和职能的认识，提出了
“

国家悖论”：国家权力是构成有效产权安排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规模

经济效应）；而另 一方面，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会对私人产权

产生限制和侵害，造成产权的残缺，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衰退。
（二）政府效用函数约束导向的一个扩展模型
l．政府效用函数的逆向约束。 诺斯基于其简单静态国家模型提出了关于

统治者的两种约束（诺斯，1994)：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两者通常造成无
效率的产权。 在竞争约束下，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实力的选民。 如果候选统

治者集团的财富或收入受到产权的不利影响时，那么统治者就会受到威胁，因
而统治者就会同意一个有利千这些集团的产权结构而无视它对效率的影响。
有效率的产权也许会导致国家的高收入，但与那些无效率的产权相比，由于交
易费用（监督、检测、和课征赋税）会减少统治者的税收，这两种约束结合起来

就可以解释无效率产权的扩展。 在这里政府效用函数由于竞争替代约束和交

易费用约束产生租金最大化导向（逆经济效率倾斜），本文称之为政府效用函

数的逆向约束。
2．政府效用函数的正向约束 一个双向扩展模型。 黄少安(1999)指

出，事实上租金最大化和效率产权体制这两个目的基本上是统一的，因为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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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这个
“

经济人”

的成本 —收益核算范围之内，两者都是他所追求的，只不过一

个是直接利益，一个是间接利益，作为经济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停留在直接收

益和间接收益之间寻求一种均衡，从而使垄断程度停留在某个边际上。 从长

远角度来看，有效率的产权体制会导致国民收入的增长（故有效率的产权是政

府效用函数的一个长期变量），但 从短期角度看会减少统治者集团的租金，这

就会存在
“

长期利益”

和
“

短期利益” 、
“

直接利益”和
“

间接利益” 之间的冲突。

由于统治者的制度偏好、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利益集团的冲突、社会科学

知识的局限性等原因，当基于
“

国家悖论”的两个目的发生矛盾时，统治者常常

选择 相对低效率却能保证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产权制度，这就是政府效用函

数 逆向约束的制度内涵。

但是当无效率产权威胁到一个国家的生存时，统治者面临或者灭亡或者改革

基本的所有权结构以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增长率的二元选择时，也就是说当国家

维持低效率产权的成本（包括政治成本）超过收益时，国家会实施供给型强制制度

变迁政府效用函数导向将从租金偏好转向效率偏好。 因此，诺斯只看到了竞争替

代约束和交易费用 约束的负向效应而没有看到两者的正向效应。 因此，基于同样

性质的竞争替代约束和交易费用 约束（效率产权制度的交易费用递减效应），国家

会将其效用函数的均衡点从租金偏好向效率偏好转移，这就是本文所说的政府效

用函数的正向约束。 也就是说，当制度环境发生变迁时，竞争替代约束和交易费用

约束将从逆向约束向正向约束过渡，从而保持
“

长期利益
”

与
“

短期利益”、
“

直接利

益
”与

“

间接利益
”

二元结构的综合效用最大化，维持政权的稳定。 因此国家的制度

选择集合必然包含两种可选制度：（l）垄断程度高而产权效率较低的产权安排以直

接获取租金；（2）国家采取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通过经济

发展扩大税基间接获取收益。 如果国家追求的是长期效用最大化（像多期消费抉

择一样），或者低效率产权和巨额的租金规模威胁到国家的生存时，国家将在两种

制度之间寻求边际均衡并向第二种制度安排过渡。 所以，以
“

国家悖论
”为基础的

政府效用函数实质上是租金函数和效率函数的综合函数，其变量结构和变量权重

（各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具有阶段性，其一般规律是租金偏好向效率偏好转移和优

化。 因此，政府效用函数结构的变动就成为一条解释制度变迁的关键线索。

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过程及其政府二元结构效用函数

（一）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阶段性特征

政府作为推动国有银行改革的
“

第一行动集团”

，在决定银行制度变迁的

形式、速度、突破口、时间及路径时，既有促进微观金融机构 效率最大化的动

机，更有维护
“

公共金融产权
”

不变，通过银行履行部分财政职能，确保国有经

济和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以实现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 因此国家采取了渐

进性的银行改革路径，先不触动旧制度的内核，通过增量改革带动存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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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改革）。 就具体改革路径而言，可分为下面几个阶段：（l)国家专业银行
制度恢复和设立阶段(1978~1984汃国有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阶段(1984~

1994)、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阶段(1994~2003入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阶段

(2004)。 而单就银行产权改革，国有银行改革路径可分为两个大阶段：单一公
有产权扩张阶段(1978~2004)和多元化产权改革阶段(2004)。 尽管从1998

年开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施结构性收缩，但其单一性国有垄断金融产权结
构没有改变，并且作为＂ 钻鱼效应”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现行制度的强大向
心力以及其固有的路径依赖而出现体制复归（工农中建化）。

（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政府二元结构效用函数
以政府主导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基于“国家悖论”，政府根据自身的效用

函数和约束条件来决定国有银行改革的广度、深度、时间和路径。 随着约束条

件和外界制度环境的变迁，政府效用函数的变量结构和变量权重（政府效用偏
好序列）会作相应调整，但这并不会改变其追求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特征。 本文
通过对国有银行改革的政府效用函数阶段性特征的分析，试图建立一个“二元
结构两阶段”的政府效用函数，从而深入剖析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制度逻辑。

以“国家悖论”为基础的政府效用函数可以分解成租金偏好效用函数和效
率偏好效用函数，政府效用函数事实上是上述两效用函数耦合而成的综合效
用函数。 政府基千“国家悖论”，在竞争替代和交易费用的正向约束与逆向约
束的综合作用下，根据制度环境的变迁在租金函数和效率函数之间寻求一个
均衡点，所以政府效用函数结构随着制度变迁具有了动态优化的特征气

1．所谓租金偏好效用函数主要指政府试图像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垄断者那

样活动，为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它将选民分为各个集团，并为每一个集团设
计产权，实施产权价格歧视，从而获取最大的租金收益，是逆向的竞争替代约束
和交易费用约束的结果。 在我国银行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通过扩张国有金融
产权形式，严格限制民营金融准入，达到国有金融垄断，并通过对国有金融的直
接控制来获取直接收益，从而来支持国有经济改革和社会产出的增加。 这种直
接金融控制最终导致金融二元主义（麦金农，1993)。 政府对国有经济和非国有

经济分别界定金融产权，从而达到统治集团租金最大化。 因此，直接控制金融和
金融二元主义的收益和成本构成了租金效用函数的一个关键内生变量。

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由于放权让利和财政分权的改革，地方政府具
有了控制地方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银行的动力和偏好。 地方政府和下层金融

组织的效用最大化追求方式以一种特殊的偏好表达方式渗入国家的偏好选择

之中。 地方政府在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在与国
家就二部分金融控制权的博弈中导出了非国有金融安排，即地方性金融安排，从
而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市场进入方式”引起了金融产权结构的变化。 其二是对国
有金融机构渗入了地方偏好，而国家与地方的偏好和效用函数并不一致，从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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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国家控制金融的成本，促使“
国家金融退让＂。 国有金融机构改革在这种情

况下形成了三重利益结构和三重博弈结构，其效用函数结构包含了国家（且h中央

政府）、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自身三重利益结构，博弈均衡的结果取决千国家、地

方和银行政治家（金融机构的代理人）三方的博弈状况。

下层国有银行组织本来作为经济主体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但由于国有
金融产权的“公共地悲剧 ”以及地方政府的偏好和政治银行家（下层国家金融
组织的代理人）的偏好，其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努力异化为追求效用最大化。 效

用函数中不仅包含了收益和成本，还包含了
“

政策性贷款要求”、“ 地方意志
”、

”取得风险外部化 ”、“政治业绩最大化” 、 “私人租金最大化”等诸多变量。 因此
地方政府和政治银行家的效用函数也构成了银行改革政府租金效用函数的又
一关键变量。 我们用Ur 表示政府租金偏好效用函数，用 a]表示政府直接控
制金融及金融二元主义的收益和成本，用 a2表示地方政府和政治银行家租金

偏好产生的收益和成本，入、入2 分别表示前述两个效用变量在国家效用偏好序
列中的权重，因此政府租金效用函数就可以表示为：U, = f]［入a]心a2]。

2.所谓效率偏好效用函数，是指政府在正向的竞争替代约束和其他约束
条件下，通过建立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合理界定产
权，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达到政府间接收益增加，维持政
权的可持续发展，是租金偏好向效率偏好转移的结果，具有＂帕累托改进”的特
征。 国有商业银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大量的不良债权的产生迅
速抵消了国家由国有银行产权扩张所带来的金融收益，直接控制金融的成本
上升，到1992年首次超过收益，政府效用偏好序列发生位移，金融安全、金融
资源配置效率、相对合理的产权结构、宏观调控有效性等效率变量之权重开始
上升，并成为政府效用函数的主导变量。 并且由于意识形态弹性化、改革经验

的积累、其他关联制度的变迁使得政府效用函数的效率导向更加明晰化（如

2004年开始的国有银行的股份化改造以及民营资本的金融准入有所松动）。
同样假定 a3、a4、a5、a6代表上述四个效率变量，入3、入4、入5、入6分别代表四个效
率变量在政府效用函数结构中的权重。 那么，国家效用函数的第二部分一—

效率偏好效用函数可表述为：V. = f2 [t--3a3，入心心a5，入归］，则政府总效用函

数就是租金偏好效用函数和效率偏好效用函数的和：U, =U,+Ue= f1［入1a1,
入纽2]十七［丛a3心a4心a5心a6]，入～A6E[O,l]。

三、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过程政府效用函数两阶段模型与动态优化

1．改革初、中期政府租金偏好效用函数（稳定偏好）的制度逻辑
改革开放以及放权让利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国民储

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储蓄投资分离倾向日趋强化，居民成为最大的国民收入

主体，政府储蓄的比重日趋下降，储蓄投资转化机制以由国家集中控制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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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主导型向银行主导型转变。 金融资源和金融剩余日趋分散化，国家财

政支配能力迅速下降。 1978~1995年间，政府储蓄在国民储蓄中的比重由

48. 1％下降到5%，而居民储蓄在整个国民储蓄中的比重由15％ 提 高 到

70%。 原来以国家财政为主的自上而下的经济剩余控制与资源配置方式效用

递减的情况下，也就不得不通过扩展国有金融产权来聚积分散于居民部门的

金融剩余。 改革初期我国较低的货币化水平这一改革初始条件也诱使国家通

过对金融产权的扩展来获取规模巨大的货币化收益（ 制度租金）和庞大的金融

剩余，抵补了伴随改革而出现的国家财政收益的迅速下降，并对陷入困境和效

率低下的国有经济提供一种及时的补贴，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

金融支持。 因此，政府效用函数的租金偏好是政府基于公有制度偏好和改革

稳定偏好的理性选择，政府效用函数结构中租金偏好变量的权重较大（即入八

入2 较大），政府通过扩大国有产权来直接控制银行是政府偏好序列的主导变

量。 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和政治银行家的租金偏好效用函数耦合到国家效用函

数，强化了国家效用函数的租金偏好导向。

麦金农(1993)试图用金融二元主义概括中国在实现成功的经济转轨过程中的

特殊的金融安排： 一方面从一个高度集中但又是
“

消极
”

的国有银行系统起步的社

会主义国家在自由化的开始阶段必须以强有力的行动来硬化货币与信贷系统（即

国家的金融控制与金融约束）；另一方面在金融条件得到稳定之前，工农业的非集

中厂商最好主要依靠自筹资金。 金融二元主义有助于我们理解我国转轨时期的

政府金融控制的制度绩效，中国经济增长（改革初期）的奥秘在于，不仅保证了国家

对金融的有效控制，以给体制内产出提供了足够的金融补贴或金融支持，同时使体

制外经济产出在不影响上述金融支待的情况下获得增长。

2．改革进程中政府效用函数结构性变迁与动态优化

政府主导型银行制度变迁强化了国有银行对财政制度的替代，形成了商业

银行的
”

制度性功能越位
”

。 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

体制刚性依赖关系不断强化 。 国有银行的大量的贷款替代财政实施注资和救

助，大量资金沉淀在
“

国有企业资金陷阱
＂

。 因此，大量的不良债权的产生在进入

20世纪90年代以后迅速抵消了国家直接控制金融所带来的金融收益。 与此同

时由金融产权边界扩展导致的国有金融规模的过度扩张与委托、代理链条加长

使得国家控制金融的成本也在迅速增加；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国有地方分支银行

的支配（事实上的地方隶属）使许多国有地方分支机构成了地方与中央讨价还价

和争取金融资源使用权的工具，这更进一步增加了国有控制的难度和成本。 改

革初期的低货币化状态使得制度变迁过程得以与经济的货币化 进程同步推进，

巨额的货币化收益为国家直接控制金融达到租金最大化提供了制度空间，当货

币化水平提高，货币化收益递减时，政府通过直接控制金融以补贴国有经济的成

本和风险上升。 据有关研究表明，在1979年到1991年，国家控制金融的收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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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大千成本，而从 1992年开始，国家控制金融的成本迅速上升，1995�1996年

控制金融的净成本高达16570. 92亿元，以租金偏好导向的银行制度变迁的帕累

托改进的余地越来 越有限。 因此国家需要在控制金恐资源的份额与所支付的

控制成本之间进行权衡，这就意味着国家对金融资源的控制与使用具有了效用

边界与约束机制（张杰，1998)。
经过二十余年以市场化取向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一元化已

经转向多元化。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而金融结构却严重滞后于经济结

构的演进，占GDP63％和工业增加值74％的民营经济，只取得30％的信贷资

产，国有经济仍然占用70％的信贷资产，形成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 严重不对

称，并且这一非对称性结构因非国有金融制度供给严重滞后而更加凸现。由

政府效用函数租金导向（制度稳定偏好）产生的非均衡制度供给已经严重约束

了经济的发展，金融二元主义已经从阶段性制度相容走向阶段性制度相悖，金

融资源配置效率陷入低效锁定状态。

因此政府直接控制金融的租金收益表现为：（l）过渡时期通过直接控制金

融获取金融剩余对国有经济改革进行有效地金融支持，即改革成本的补贴由

财政
”

明补“变为银行“ 暗补“，以保持社会稳定以推进经济改革向前推进。 这
是中国政府国有银行改革前期效用函数租金最大化导向的最根本的制度原

因 ，因为改革的基本稳定是中国政府在改革进程的最大效用。(2)国有金融的

经营收益和税收贡献，国有银行寡头垄断可以获取特许权收益和高于平均利

润的高额垄断利润。(3)地方政府和政治银行家的租金收入，而直接控制金融
的成本有巨额的不良资产（政策性呆帐和非正常的商业性呆帐），潜在的金融
制度性风险，低效率配置金融资源的间接损失，国有金融组织扩张所产生的过

长代理链诱致的交易费用。

随着国家直接控制金融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不断增长，政府效用函数

结构发生变迁（竞争替代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的正向效应超过逆向效应），租

金偏好变量的权重下降（入、 入2 数值变小），效率偏好型变量的权重上升（丛、
入4 、入5 、入6 数值变大），政府效用偏好序列发生位移，即从租金偏好向效率偏好
转移，金融安全、相对合理的金融产权、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宏观调控有效性

等效率变量在政府效用偏好序列的位置前移，政府效用函数发生结构性动态

优化：
“
直接控制金融以获取租金最大化”在改革之初符合国家效用最大化的

追求，它可以促使国家扩展垄断性金融安排以获取货币化收益和最大限量的

动员不断分散的金融剩余用于不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支付巨额的改

革成本和补贴国有经济。 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入，“追求垄断的国有金融

产权形式及其扩展“将逐渐退居次要位置直致退出，而
“
金融产权效率和资源

配置效率”的权重将趋于上升，国家通过提供高效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节约交易

成本的金融制度来获取间接收益。 因此在国有银行改革方面，国家效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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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变量的偏好秩序是变动的，其效用函数结构变迁具有明显的两阶段特性（租

金偏好-效率偏好）。 同时由于政府意识形态弹性化（对非国有经济的认识加

深）、改革经验及其他经济制度的变迁（非国有经济的壮大）等因素都将加速政

府效用函数结构的动态优化和金融制度选择集合的扩展。

3．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政府效用函数结构变迁的两阶段模型

如果用t表示改革的不同阶段所对应的时间变量，假定各变量 a1 ~a2 均

是时间t的一元函数，则政府总效用函数、租金偏好效用函数、效率偏好效用

函数都可以表示成时间的一元函数： Ut (t) ＝ Ur(t) ＋ Ue(t)，对 t 求导： U', =

U勹(t)+U'e(t)。 其中，U
＇

t(t)表示的是国家在银行改革过程中的总边际效用

函数，U
＇

r(t)是政府边际租金偏好效用函数，是 U'e(t)政府边际效率偏好效用

函数。 我们根据产权改革将国有银行改革分为两个阶段：（l）公有金融产权扩

张阶段(2004年之前）；（2）国有商业银行多元化产权改革阶段，或者可以说是

公有金融产权相对退出阶段（边界收缩）。 在这两个阶段，政府总效用函数、租

金效用函数、效率效用函数、各边际效用函数以及政府效用函数结构（即政府

效用偏好序列）都将发生变化，具体分析见图1。

边
际
效
用

II 

u: (t) 

1978 1992 u: (t) 

图1 政府边际效用函数

图 1 中政府边际租金效用函数曲线 U'r (t) 和边际效率 效用函数曲 线

U'e(t入政府总效用函数边际曲线 U',(t)均是自左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气在改

革初期，政府效用偏好序列主要集中在通过直接控制金融以获取金融剩余，故效

率变量如合理产权结构的权重很小心～入较小）。 图1 中忧月代表公有金融产

权扩张阶段(1 期代表改革初期政府直接控制金融的收益期，1 期代表改革中

期政府直接控制金融的成本迅速上升期）。 在1期由于政府效用偏好序列中的

租金变量的权重很大（入、入2 很大），故政府边际租金效用函数曲线 U',(t)在边际

效率函数曲线 U\(t)之上，政府总效用函数的边际曲线 U',(t)在两者之上且随

着时间的推移加速下降。 进入1期政府直接控制金融的成本迅速上升直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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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由于政府直接控制金融的成本特别是大量的不良资产

诱致的潜在金融风险已经严重威胁到经济改革的稳定，所以政府效用偏好序列

结构发生变化，租金变量权重下降，效率变量权重 上升（如国有银行信贷资金管

理体制的改革），尽管这些效率变量只是一些银行改革的边际调整，但政府效用

结构的优化使得政府边际效率函数曲线U\(t)变到政府边际租金效用函数曲

线U\(t)之上。 当政府边际租金效用函数曲线U'r(t)越过2004年这以节点时，

其边际租金效用变为负值，在效率效用变量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突破时，迫使政府

进入阱月改革阶段，即国有银行产权多元化改革阶段。基于正向的竞争替代约

束（金融风险导致的改革稳定度下降）和交易费用约束，政府效用偏好序列中的

效率变量权重迅速上升，政府效用函数结构得到动态优化。2003年底开始的国

有银行股份化改造便是效率导向的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进入核心制度变迁），

于是相关曲线均发生位移，即国有商业银行的核心制度改革— —多元化产权改

革将突破存量边际调整的极限，使 U'.(t)、U'e(t)、U'r Ct) 均发生向 上位移。特别

是效率变量权重的 上升使得政府效率偏好效用函数在政府效用函数结构中的

相对价格上升，U\(t)曲线上升的幅度更大，促使了政府效用函数结构的优化。

具体分析见图2。

边
际
效
用

II 

I, 

u :· (t) 

,."(t) 
C,t) ＼\ 

u; (t) 

1978 1992 2004 

图2 政府效用函数二阶段模型

由于在 I 阶段垄断性公有金融产权扩张使得国有金融组织规模扩张，推

动了金融生产可能曲线右移气而政府效用函数由千直接控制金融的成本和

收益发生变迁，各政府边际效用函数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政府效用偏好序列发

生位移，效率偏好变量替代租金偏好变量成为政府效用函数的主导变量，政府

效用函数曲线同样右移（见图3)。

在图3中，C1、G分别表示改革初期和改革中期的金融生产可能性曲线，

u!、店各表示各期的政府效用函数，由于金融产权扩张（银行组织规模扩大）

导致 C1右移到 G的位置。 同时由于入3~入6 增大，效率变量权重增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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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租
金
最
大
化
云

稳
定
偏
好)
凡

RI

。 P, P, 产出最大化（效率偏好）

图3 政府效用函数结构变迁效应

效用函数结构从租金偏好向效率偏好转移，导致政府效用函数结构优化，使得

U1 向店移动，其切点从A点移向B点，租金减少 R2-R1 ，其产出增加

P1 -Pz o 

:;:_ 

四、结 论

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程中，政府效用函数结构的阶段性特征应该给予

充分的关注。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过渡前后政府追求效用最大化

的实现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动，由直接控制金融获取直接收益转向间接的

产权保护和市场秩序的维护以获取间接（税收）收益，期间国家在设计或推行

改革的过程中，因现实的经济环境、关联的制度变迁等条件的不同，效用函数

中变量的边际效用和预期支付的边际 成本是变动的，最终国家将选择改革的

边际效用最高而预期支付成本较低的改革行动。 因此，当租金最大化效用函

数诱致的金融风险在旧制度框架内无法化解时，出现现有制度成本（包括经济

成本和政治成本）远远大于制度收益的非均衡现象时，政府效用函数结构必然

从租金导向向效率导向发生转移，政府必然推进国有银行核心制度变迁－

产权改革，实施效率型国有银行制度创新。

注释：

O将诺斯的简单静态国家模型扩展为政府效用函数结构性动态变迁模型。

＠符合制度边际效率递减效应。

＠国有金融组织规模和金融生产可能曲线正相关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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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ynamic Optimization of Government's Utility 

Function in the Reform Process of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An Analysis Based on Government's Pref ere nee 

of Rent or Efficiency 

JIANG Shu-xia, LUO Jie 
(Department of Financ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government-dominated 

supply of China's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the utility function of the 

government will see a process of constructional optimization, that is, prefer

ence of rent will be substituted by preference of efficiency when the cost di

rectly controlling state-owned banks quickly increas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dual structure and two -stage" government utility function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period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overnment utility 

function in the process of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reform, so as to 

further analyse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the reforms of state-owned commer

cial banks. 

Key words:government's utility function; preference of rent; preference 

of efficiency; dynamic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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